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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视我国当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基调——重刑化刑事政策
（一）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的体现

1．重刑化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层面中的体现

（1）罪名增加，入罪门槛调低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之前，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
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三项罪名。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在原刑法第408条中增加一条，将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纳入到了刑法的规制下，增加了食品监管渎职罪。除此之外，对于之前的适用罪名的入罪门槛也进行了调低。
（2）刑罚量抬升

2010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文简称最高法）、最高检（下文简称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规定，“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彻底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的资本；要从严控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刑法修正案八》第24条、第25条删除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基本犯判处“单处罚金”的规定，一律修改为并处罚金，并采用无限额罚金制，同时沿袭了1997《刑法》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配置法定最高刑期无期徒刑，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配置法定最高刑期死刑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第25条删除了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基本犯判处“拘役”的规定；同时，为了打击食品监管渎职行为，明确监管者的责任，《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并对该罪配置高于一般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法定刑期。2011年5月27日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的通知》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对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加大财产刑的判处力度，用足、用好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手段，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要从严把握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及相关职务犯罪分子适用缓免刑的条件。对依法必须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食品生产、销售等有关的活动。”从上述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到，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量不断抬升，这充分体现出了重刑化刑事政策的立场态度。
2．重刑化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层面中的体现

（1）“从严”、“从重”惩处的办案观念
2010年9月15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四机关对外公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在分工负责、依法高效履行职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切实形成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合力。2010年10月最高检、公安部、监察部、商务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的工作方案》中规定，“加强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商务主管部门的沟通配合，严查‘以罚代刑’，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规范移送案件程序。”该专项监督活动表明国家绝不放纵食品安全犯罪，严厉惩处的决心；2011年年初，双汇“瘦肉精”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最高检的高度重视——4月13日，高检院第十一届检委会举行第八次集体学习。曹建明检察长特别强调，要深入领会《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进一步加大对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等犯罪的查办力度。4月19日，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两个专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和“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特别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要优先办理，加大追捕、追诉和抗诉工作力度。按照高检院部署，各级检察机关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重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第一时间组织强有力的办案力量提前介入，并坚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原则，从快批捕、起诉，以震慑犯罪分子。3月27日，高检院专门下发《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关职务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时，要注意挖掘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同月，高检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两年的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再次将涉食品安全问题渎职犯罪作为重点内容进行了部署。4月14日、26日、28日，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先后下发文件，对惩治和预防食品安全监管领域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进行了专项部署，明确了惩防重点和工作要求。

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群众反响强烈、带有行业“潜规则”性质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餐桌安全。

2013年5月3日，两高通过了《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对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做出了详尽解释。这一解释给定了实践中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认定标准，对于何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其他严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予以明确解读，同时，还对实践中较为常见的食品添加剂，添加禁用农药、兽药，私设生猪屠宰场所等认定疑难问题进行了解释，大大严密了刑事法网，体现了从严惩处食品安全犯罪的坚定态度。而对于罪数认定问题，本解释也作以从严回应。

（2）司法实践中“从严”、“从重”刑事政策的体现
首先，从罪名上看，15例典型案例中判处最多的罪名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7例），其次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例），再次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食品罪（3例）和非法经营罪（3例），而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各一例。其次，从量刑上看，绝大多数案件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重刑率较高，而其所判处的罚金数额也较大。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适用上，最高法院鲜明表态：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可适用多个罪名。但根据证据情况和相关规定，法院通常会选择处罚较重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甚至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定罪处罚。重刑化刑事政策可见一斑。
（二）重刑化刑事政策对于食品安全犯罪防治的实然效果

就在2011年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文件对严打食品安全犯罪的时候，2012年、2013年仍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如张裕葡萄酒“农药门”事件；酒鬼酒塑化剂超标事件；地沟油制药事件；毒胶囊工业明胶事件；广药维C银翘片被曝含有剧毒砷汞残留；毒生姜事件；老鼠肉冒充羊肉事件等等。并且，从最高法所公布的数据来看，食品安全犯罪的数量上升迅猛：2010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1533件；生效判决人数2088人。其中，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案件分别为39件、55件、220件；生效判决人数分别为52人、101人、446人。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分别为80件、278件、861件；生效判决人数分别为110人、320人、1059人。此外，还有大量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行为分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罪名进行了判决。而2013年，这一数据更大幅上涨。最高法院长周强在2014年工作报告中指出，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案件2082件，判处罪犯2647人。除了犯罪数量的增加，犯罪规模也迅速扩大，所造成的危害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呈现出区域化，甚至全国化的趋势。

二、理论界对于我国当下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探讨
有学者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其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它也理应在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过程中应该得到贯彻。

也有观点认为，食品安全责任应当以民事赔偿责任为主导。

更有学者认为，虽然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监管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是这已经不应该是完全解决“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救命稻草了，我们不能在每一次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得到有效抑制的时候就寻求法律作为灵丹妙药，因为，我们不能“让法律总是吃药”。
三、对我国当下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反思

第一，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频发有着它特殊的时代背景。

第二，标准问题。食品安全标准应成为确保百姓放心消费的有力屏障，但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不仅总体偏低，甚至出现同一食品的安全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之间重叠交叉甚至互相矛盾的情况。事实上，我国目前可以说还没有一套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相反，是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四级构成。而这无疑会为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提供温床。
第三，监管不力。如果政府监管缺位，食品领域就极容易发生假冒伪劣泛滥的结果，直至发生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

第四，机会主义。不得不指出，企业自身的不自律也是导致我国当下食品安全犯罪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甚至指出，监管不力是标，机会主义是本，标准再健全、监管再有力，如果企业自身不自律，为了利益最大化，要冒道德之风险，那也是防不胜防的。所以，企业自身是根本，是内因，其主导作用。

四、对我国当下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建议
第一，从刑事法制层面来说。首先，在食品安全领域，实现刑法规定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的无缝衔接。其次，在完善刑事法制的基础上，在预防食品安全事件中，要实现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结合。最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定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二，从政府监管层面来说。首先是要转变政府的理念。其次，在思想转变的基础上，我们就要着手完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问题。

第三，从企业运营层面来说。首先，加强企业自律，从内在上讲主要在于提高食品行业从业者道德水平。其次，加强企业自律，在外在上要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出台可以对企业形成外力强制，很大程度上扭转“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推动企业努力提高食品质量。
第四，从公众参与层面来说。首先，各地尽快出台本地区的有奖举报条例，并且予以细化，增强可行性。其次，在监管上设立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后，进一步统一全国有奖举报电话，从而解决举报困难问题。
� 此处仍以《刑法修正案八》修订前的罪名论述。


� 当然，在实践中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也有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的情形，如“三鹿奶粉案”中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被告人高俊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 《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HYPERLINK "http://news.jcrb.com/jxsw/201202/t20120220_807433.html" ��http://news.jcrb.com/jxsw/201202/t20120220_807433.html�，2014年2月1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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